33年甘当武汉藏族大学生的“阿爸”
武汉大学关工委副主任  杨昌林

我叫杨昌林，今年75岁，是武汉大学一名退休教师。1965年，我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，申请前往海拔最高、环境最恶劣的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工作。1969年和藏族姑娘次仁德吉相爱成家，打算扎根西藏干一辈子。1976年，我被确诊为高原性心脏病，不得已，我和妻子离开了西藏，于1978年调入武汉大学工作。虽然亲身参与西藏建设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，但通过关爱武汉藏族学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，找到了援藏的新途径。 
一、坚守33年，筑起藏族学生“武汉之家” 
我离开西藏时，阿里地区财政局长希望我在武汉联系学校，为阿里培养财会人才。我和妻子想方设法找到湖北金融学校，经过争取，学校同意当年招收15名藏族学生。但这批学生不适应武汉的湿热气候，个个身上长满疙瘩，又疼又痒。我和妻子听说后，赶到学校，帮孩子们寻医问药。经过多方努力，终于治好了他们的病。在与藏族学生交谈中得知，孩子们想家，生活不习惯。于是，我们老两口就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玩，吃糌粑、喝酥油茶。每次在一起，他们都叫我“阿爸”，叫妻子“阿妈”，我们心里热乎乎的。我们也总是跟他们说：“孩子，这里就是你们在武汉的家，以后要常来。” 
因为西藏学生生活在偏远的高寒地区，第一次走出家门，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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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武汉，人生地不熟。我和妻子商量定期接孩子们到家来吃饭，或者到学校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。孩子们生病了，我们在家做好饭菜，送到医院，和其他藏族学生一起轮流值班。孩子们回家买票难，我就帮他们找教育、铁路、援藏等部门，解决了团体购票问题。 
后来，每逢藏族新生入学，我和妻子都会分批接他们到家里吃“迎新饭”。春节路远不能回去，我们就以学校为单位，轮流接他们到家里过年。特别是藏历新年，孩子们一边吃着古突，一边还表演节目。时间一长，藏族学生就将我家叫做“武汉之家”。 
2005年2月25日，妻子因病去世。弥留之际，妻子嘱咐我：“我走了，‘家’不能散”。出殡那天，300多名藏族学生齐聚殡仪馆，为他们共同的“阿妈”送别。看到孩子们悲痛的场景，武汉市委统战部吕盛东副部长对我说：“老杨啊，你要继续把西藏学生工作抓下去。”悲痛之中，我感到责任更大了。六年来，我没有辜负妻子的嘱托，继续履行着“阿爸”的责任，“家”没有散掉。 
2008年冬天，我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，我被困在湘西老家，为如何兑现藏族学生到家过年的诺言急得团团转。虽然路不好走，但我还是决定想方设法回到武汉。县长途客车停运，我就高价租车赶到吉首，搭上回武汉的火车。到家后休息了几个小时，天一亮就赶到十多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。可是，到达批发市场，一看门口《告示》就傻眼了，牌子上写着：“房顶因大雪有垮塌危险，只许出人不让进人”。我灵机一动，从铁栅栏的缝隙中钻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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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，买了40多公斤肉鱼和蔬菜。回到家，内衣全部被汗浸透了，外衣和鞋子也被雪水浸湿。从年三十到初七，整整忙了８天，将80多名藏族学生分批接到家里过年。 
33年来，我家接待、帮助过的藏族学生近万人次，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。我家房子虽说不大，但孩子们说很温馨、很亲切。 
二、润物无声，甘当藏族学生的“校外辅导员” 
13年的援藏经历使我体会到，西藏的发展，关键要靠当地的“永久牌”人才。我退休后，时间充裕了，总想着为西藏人才培养多做一些事情。 
首先，关注藏族学生的学习。比起内地大学生，藏族学生基础差些，尤其是英语、高等数学。当他们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，我总是想办法帮助解决，向他们介绍学习方法，嘱咐他们多向老师请教，多向同学们学习。现已回西藏工作的南木珍1996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习，由于基础差，跟不上进度，情绪低落。我了解情况后，一方面鼓励她坚定信心，另一方面积极与学校沟通，帮她顺利转入了比较适合她的中文专业。2000年毕业时，我又鼓励她，并帮她找复习资料，最终她被中国人民银行阿里支行录取。 
其次，注重做藏族学生的思想工作。做藏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就是做民族团结进步工作。由于武汉高校的藏族学生规模大，为了全面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，我把西藏学生组织起来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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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划片并确定了负责人，经常电话联系，组织开会。我经常对他们说，既要搞好藏族学生之间内部团结，又要搞好与其他民族学生的团结。2008年拉萨发生“3·14”事件，我及时找到各高校藏族学生联系人，和他们谈心，了解孩子们的内心想法，帮助他们认清国际国内形势，团结起来，反对分裂祖国活动。 
第三，配合党委组织部门做好在藏族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。我曾担任过教工党支部书记，做组织发展工作有一定经验。对思想进步、积极要求入党的藏族学生，我格外关注，加强教育和引导，有意识地把入党作为一项建议提出来，也做了一些具体工作。华中农业大学资环学院2004级、2006级有三名藏族学生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，我就动员该校另一名在高中就入党的2005级藏族学生分别找三人谈心，给予启发和帮助。到毕业时，三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 
第四，积极组织藏族学生开展业余文化活动。武汉高校藏族学生国庆联欢活动已举办了16届。从2006年开始，武汉高校藏族学生每年3月举行“德吉杯足球赛”。2009年，在武汉大学举办藏族学生国庆六十周年文艺演出活动。每次活动，我都积极帮助落实场地，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通过开展文体活动，不仅丰富了藏族学生的业余生活，而且锻炼和提高了一批藏族学生的组织能力，激发了他们积极向上的进取心，增强了凝聚力，达到了活动育人的效果。 
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2007年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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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写了《高校为西藏培养专门人才的几点建议》一文，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。 
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作为一名老援藏、老党员、老教师应该做的。当看到孩子们毕业后，成为当地各行各业的骨干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 
另外，我要特别感谢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陈琳，她曾在西藏工作20年，近几年主动配合我，关爱西藏学生，是藏族学生的好大姐。 
以上是我的汇报，谢谢大家！
（注：本文原载教育部关工委网站2011年5月25日。广州中医药大学关工委办公室下载整理；整理执笔林羽，审核马定科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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